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及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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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身份批评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学批评方法。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主体身份对于文学批评

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创作主体的职官、学术流派、地域、人伦等身份去阐释文学内容、题材及表现方法的形成。 这不

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文学“因事而作”这一核心观念所产生的文学的行为性质决定创作目的、主体的身份决定言说

话语的内在逻辑，而且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话语体系，创作时主体多种身份的

参与会带来多种身份话语的融合。 这一批评方法的产生，既与先秦两汉严格的礼乐身份制度所产生的强烈的身份

意识有密切关系，也与当时的王官制度规定的不同官员具有固定的职掌、知识话语体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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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各种关系中的定位，不仅规

定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权益、生产生活和行

为方式，而且规定了个体的思想价值取向、知识体

系、语言表达方式等。 先秦两汉的文人已注意到文

人的创作“因事而作”时，不同行为性质的行为主体

使用不同的言说身份，创作主体的不同身份具有不

同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创作主体的言说身份和

隐含身份对文学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规定性。 在文

学创作中，创作主体的身份关涉作品的内容、题材、
表现方式和风格，因此，文学的身份批评在文学批评

中具有重要意义。 但学界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观

念，绝少对这一时期的文学身份批评予以关注。 本

文试图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身份批评意识试加阐

释，以引起学界对这一文学批评方式的关注。

一、先秦两汉文学批评的身份视角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各种关系中的定位。 复杂的

社会生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体现在职业、
人伦、经济、地域、时代、学术、道德、民族、团体等各

个方面。 个体的身份定位也体现在众多的社会关系

之中，每个人都具有多种身份，是一个多种身份的集

合体。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
由复杂社会关系而形成的众多身份意识已经产生。
但那时文学创作多是政治和学术行为，礼乐等级制

度带来的人伦道德生活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

位，故用来进行文学批评的身份也主要是职官、地
域、人伦道德、学术等。

１．职官身份批评

职官身份是指个体在国家政治机构中担任的职

务。 从职官身份角度对某类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在
先秦时期已经萌芽。 如《周礼·大祝》说大祝掌六

祝之辞，作祠、命、诰、会、祷、诔六辞以通上下、亲疏、
远近［１］１７４６－１７４７。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大祝这一王

官身份确定了六祝之辞和祠命等六辞的内容、表现

形式， 但肯定了大祝和六祝之辞、祠命六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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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的内在关系，包含着文学身份批评的核心

内涵。 《毛诗序》从创作主体身份的角度对一些诗

歌的内容进行解释，其中也涉及职官的身份。 如说

《小雅》中的《正月》 《小旻》等，都是“大夫刺幽王”
所作。

虽然《周礼》 《毛诗序》都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

职官言说身份，但都不曾指明职官身份对作品话语

形成的制约作用。 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在阐

释诸子各个流派话语体系的发生时，从王官身份的

视角，对主体的职官言说身份及话语特色都有明确

交代。 他认为诸子十家话语体系特征的形成，与流

派始创人的王官职守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儒家

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司徒在周代的职守是“帅
其属而掌邦教”，辅佐帝王安抚邦国。 故其出入六

经，宗师孔子，宣扬礼乐仁义道德，强调效法尧舜文

武。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史官主管文书史记，
明了历史兴衰，故其学术强调“秉要执本，清虚以自

守，卑弱以自持”。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
清庙之守，即管理太庙的官员，有着履行节俭体制、
“养三老五更”“大射选士”“宗祀严父”等周代制度

的职责，故其学说话语体系强调贵俭、兼爱、上贤、右
鬼、非命、上同。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羲和之官职掌天文历法，故其话语体系强调“敬顺

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舍人事而任鬼

神”。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理官即主管刑罚的

官员，故其主张“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专任刑法

而欲以致治”。 而“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故其话

语体系“兼儒、墨，合名、法”，融合了各家学说。 班

固说各家学说发生的源头出于王官职守虽然有一定

的片面性，但他将诸子各家话语体系特征的形成与

王官的职掌联系在一起，去追寻各家学说话语体系

的源头，实际上已经寻找到思想和文学话语体系发

生的关键因素。
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阐释屈原诗歌话语

体系时，充分注意到了屈原的“逐臣”身份对其作品

话语体系形成的关键作用。 他论述《离骚》时说，屈
原曾为三闾大夫，深受怀王信任；后受上官、靳尚谮

毁，被怀王流放。 因其“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

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诉说自己放逐离别的

愤懑和愁思。 故《离骚》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
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
不仅有浓郁悲愤和愁绪的抒写，有对自己高洁品行

的诉说，也有对自己才华的自我赞颂，还有通过对古

圣贤帝王的向往表明自己理想信念的正确。 在《九

章》序中，王逸在阐释屈原的写作缘由时再次说到，
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而

写下了《九章》，诉说自己履行忠信之道，却不被楚

王采纳的忧愤。 在论《远游》的产生时，亦谓“屈原

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 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

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意中愤然” ［２］１６３。
王逸在阐释屈原这些作品的产生时，不仅注意到了

这些作品都在诉说屈原被贬谪放逐的悲愤，而且从

屈原忠贞而遭受小人谗毁以致被贬放逐来阐释这些

作品产生的缘由。 可见，王逸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屈

原的“逐臣”身份与其作品话语体系形成的关系。
王逸对屈原《离骚》等诗歌的阐释，也采用了职官身

份批评的方法。
２．地域身份批评

地域身份是指主体在一定地区文化中形成的特

有特征。 它表现于一定地区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各

种文化现象、风俗、意识等。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

注意到主体的地域身份与文学话语体系的密切关

系，如《毛诗序》已经从地域身份的视角解读诗歌。
如说《邶风·凯风》是因为“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

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国人作此诗以 “美孝

子” ［３］６３５；《卫风·氓》是因为宣公之时“淫风大行，
男女无别。 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或乃困

而自悔，丧其妃耦。 故序其事以风焉” ［３］６８４。 《毛
诗序》从作者的卫地的地域身份去论述《卫风》中这

些诗歌的产生，开先秦两汉文学地域身份批评先河。
班固继承了《毛诗序》的地域身份批评方法，但

较之《毛诗序》，他汲取了管子的理论，将自然地域

对民情民俗的形成作用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融合

在一起，去解释《诗经·国风》话语体系地域特征的

形成。 他在《汉书·地理志》中说，郑“土狭而险，山
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 《郑诗》曰：‘出其

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

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

风也” ［４］１６５２。 陈地“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
其俗巫鬼。 《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

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

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 ［４］１６５３。 在记述卫时

说：“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

焉，故俗称郑卫之音。 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
故其俗刚武，上气力。 ……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

度，而野王好气任侠，有濮上风。” ［４］１６６５ 在班固看

来，自然条件不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经验也不同，由
此而形成了人们性格爱好的差异。 《诗经》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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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创作主体的地域身份不同，这不同的地域身份

使创作主体受不同地域文化风俗的熏陶，形成了地

域文化及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体系，发之于诗歌，就形

成了各《国风》不同话语体系在内容和审美取向上

的差异。 稍后于班固的王逸，在文学话语体系的发

生方面，继承了班固的这一批评视角。 他在谈《九
歌》这一组诗歌话语体系特征的形成时说：“昔楚国

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

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

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

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

结，托之以风谏。” ［２］５５这里也是以屈原的荆楚地域

身份去解释《九歌》的巫风话语体系特征的形成。
此外，郑玄作《毛诗谱》，也是依据《诗经》十五

国风和雅、颂作者的地域身份，从地域空间的角度，
以其政治教化的历时性，结合地域风俗去阐释十五

国风和雅、颂的话语体系特征的发生。 如《陈谱》不
仅说明了陈国的历史，而且说明了陈地巫风盛行的

原因：“大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
俗化而为之。”然后从政治的角度对《陈风》进行阐

释：“世至幽公，当厉王时政衰，大夫淫荒，所为无

度，国人伤而刺之，陈之变风作矣。” ［３］７９９《毛诗谱》
更多关注的是不同地域国风的政治传统和现实，对
各地的民情风俗注意不多。 与《汉书·地理志》相

比，这种从地域空间的角度对文学话语体系的阐释，
弱化了文学创作主体地域身份的内涵，但在阐释

《诗经》文学话语体系的发生时，注意到文学创作主

体地域身份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３．人伦身份批评

人伦身份是指个体在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定位，
如父母、兄弟、君臣等。 先秦两汉礼乐制度的本质是

人伦身份等级，它的实践主要通过伦理道德得以表

现。 因一些文学作品为人伦道德方面的言说，故人

伦身份也被那时的人们用于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注意到文体的功能、作

者的身份以及内容之间的关系。 如《礼记·祭统》
曾说：“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
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以祀

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 ［５］３４８６从这段

话看，“铭”是后辈对祖先的功业进行赞美、表示孝

敬的一种文体，作者的身份当为先祖的子孙，比较明

确地说明了主体身份与赞美祖先功业这一内容存在

的内在关系。 《毛诗序》在说明每一首诗歌的言说

意图时，有很多涉及主体言说的人伦身份。 如认为

《邶风·绿衣》及《日月》这两首诗都是因为庄姜丧

失“夫人”的身份，沦为“失位夫人”而作［３］６２５－６２８。
又说《鄘风·柏舟》是卫世子共伯与共姜结婚后不

久就去世，共姜坚守节义，但“父母欲夺而嫁之”，共
姜“誓而弗许”，“作是诗以绝之” ［３］６５９。

４．学术身份批评

学术身份是个体在不同学术思想中的一种定

位，表现为个体一定的学术取向。 战国百家争鸣，两
汉经学兴盛，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思想流派，也形成了

学术言说主体的学术身份。 《庄子·天下》中已有

学术流派的观念，对诸子中一些流派话语体系的差

异进行特别关注。 《庄子·刻意》则注意到了这些

话语差异是因主体的身份差异而形成。 他将士分为

“山谷之士”“平世之士” “朝廷之士” “江海之士”。
按《庄子集释》中成玄英的解释，“山谷之士”即如申

徒狄、卞随之类的人，他们“清谈五帝之风，高论三

皇之教”；“平世之士”即如孔子之类的儒家学者；
“朝廷之士”即如伊尹、吕望之类的政治家；“江海之

士”即“栖隐山薮，放旷皋泽”的人。 这里虽是就不

同的处世态度来确立他们的身份，但处世态度是其

学术、思想的反映。 如孔子是儒学创始人，隐逸思想

是道家的标识。 《庄子·刻意》认为“山谷之士”其
言总是“怨有才而不遇，诽无道而荒淫”；“平世之

士”发言吐气不离仁义忠信；“朝廷之士”言行不离

功名和端正君臣上下关系；“江海之士”则游处山

林，闲散而不关世事［６］５３５。 可见，言说身份不同，价
值取向和行为、话语体系也大不相同。

汉代也有以内容来区分辞赋话语体系的。 如扬

雄将赋区分为“丽以则”的“诗人之赋”和“丽以淫”
的“辞人之赋” ［４］１７５６，认为“诗人之赋”虽然也有华

丽的辞采，但华丽有度，内容不失雅正，具有《诗经》
的讽刺精神。 而“辞人之赋” “极丽靡之辞，闳侈巨

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但徒有华丽的辞藻，“颇似俳

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

正” ［４］３５７５，如同俳优所说的笑话之类，只具有娱乐

价值。 而所谓的“辞人”“诗人”，也是具有学术思想

身份的意义。

二、文学身份批评的内在逻辑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核心是创作主体的

言说身份决定文学的言说话语，即“是什么身份说

什么话”。 这一批评方法，反映了先秦两汉文学批

评“因事而作”的核心观念以及言说身份构成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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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知识话语内涵获得的内在逻辑。
１．身份批评与“因事而作”
西周时期已经有了文章“因事而作”的意识。

《尚书·洪范》开篇即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

子。 王乃言曰……”这表明《洪范》是记周武王灭商

后第 １３ 年拜访箕子，向他请教治国的“彝伦攸叙”
而作。 这一意识被《毛诗序》继承，其在解读《诗经》
的每首诗时，都首先交代该诗所作的缘由，以帮助读

者理解诗歌。 如《绿衣》之序谓：“卫庄姜伤己也。
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 ［３］６２５ 《狡童》之序

说： “ 刺 忽 也。 不 能 与 贤 人 图 事， 权 臣 擅 命

也。” ［３］７２３后来的贾谊在作《 鸟赋》时，也作有自

序告诉读者此赋因何事而作：“谊为长沙王傅三年，
有 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 似鸮，不祥鸟也。 谊

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
乃为赋以自广。” ［７］２０８。 由此可见，文章 “因事而

作”是先秦两汉人的共识。
文章既是“因事而作”，而事都是一定性质的行

为，有着一定的行为主体。 一定性质的行为，规定了

一定的行为目的。 在行事的过程中，行为主体所有

的行为方式都是为着目的的实现。 因此，“因事而

作”的目的并不是指向文本，而是指向事情的结果，
文本不过是主体实现其行为目的的一种手段。 从这

一角度看，文本创作的价值并不体现在文本自身，而
是体现于文本在这一行为中产生的作用和结果。 作

为行为手段的文本，都是围绕着实现这一行为目的

服务的，故文本的言说，自然也就被行为性质和目的

所制约。
此外，一定的行为性质，也规定了行为主体的身

份。 也就是说，在一定性质的行为中，主体的身份不

是随意的，而是由事情的行为性质而确定的。 每一

行为主体都有众多的身份，但这众多的身份是通过

不同性质的行为表现出来的。 在同一性质的一个特

定场合的行为过程中，行为主体一般不可能具有两

种身份。 例如，球场上的裁判员进行裁判时，其身份

只能是裁判员，而不可能是销售员，所说的也只能是

裁判话语。 文章“因事而作”时亦是如此。 司马迁

作《史记》是一种记述历史性质的行为，其言说身份

为史家，而不可能是父亲、朋友等。 而他作《报任安

书》是一种回应同僚、友人请求性质的行为，其言说

身份自然与他作《史记》时的言说身份不同。 故其

作《史记》时只能运用历史话语，而作《报任安书》时
则不可能去言说历史，如同作人物传记时那样去书

写某人的生平。 汉秦嘉作《赠妇诗》是问候妻子性

质的行为，其言说身份是关爱妻子的丈夫，而非其黄

门侍郎的职官身份，故其言说话语更多是夫妻间的

情语。
可见，文章“因事而作”时，行为性质和行为主

体的身份都限定着文本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 因

而，当人们确定文学为一定性质行为的产物时，创作

主体的言说身份便与行为性质和言说目的及言说的

内容产生了相对固定的对应：即行为的性质决定行

为目的和行为主体身份，行为目的和行为主体身份

又决定了行为主体的言说话语。
这一内在逻辑，在先秦两汉的文体创作和批评

中都有反映。 如《礼记·祭统》认为，铭之所作产生

于子孙祭祀先祖的行为，目的在于歌颂祖先，显示孝

道，作者的身份当为祖先的子孙，故其话语为“论撰

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 这在刘

勰的《文心雕龙》文体论中得到极为充分的表现。
而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说屈原作《离骚》，是因

为自己被放逐，“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
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
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 ［２］１－２。 其目的是讽谏

楚王，希望楚王觉悟而再次重用自己。 根据王逸这

段话，知屈原作《离骚》是因自己被放逐而讽谏楚王

的行为，屈原的言说身份为“逐臣”，言说目的在于

“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而非《离骚》创作自

身。 《离骚》的创作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
屈原作《离骚》的言说身份和言说目的，决定了《离
骚》不可能像《洪范》去言说政治的“彝伦攸叙”，而
不带一丝的悲愤；也不可能像庄子《逍遥游》那样去

阐释无己、无功、无名才能不被外物所驱使，从而达

到人生的自由；而只能言说自己的悲愤、才华和对楚

国的忠贞，“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
浇之败”。 可见，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与中国

文学“因事而作”而确定的行为性质、目的有着十分

密切的内在逻辑关联。
２．身份批评与身份经验及知识话语体系

先秦两汉文学的身份批评，也体现着先秦两汉

人们以一定的身份经验获取相应知识话语体系的认

知。 春秋时期，人们意识到一定的身份具有一定的

话语。 人们将那些言行符合礼义的人称为“君子”，
并赋予其一定的话语特征。 这一意识在战国得到了

普遍表现。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不同的学术

流派。 每一学派内的人，都有了他们的学术思想标

志———身份。 而使他们获得某种学术身份的，便是

他们的学术话语。 学术流派即学术身份不同，其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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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体系也就不同。 如《庄子·天下》以墨子、禽滑厘

为一派，宋钘、尹文为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为一派，
关尹、老聃为一派，庄周为一派，并对他们学术思想

的特点进行了总结。 说墨子、禽滑厘派“不侈于后

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

急” ［６］１０７２。 关尹、老聃学派的特征是“以本为精，
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 ［６］１０９３。
这里以作为学术身份标志的学术思想话语，将不同

学术家流派非常明显地区分开来。 《荀子·儒效》
将学者分为俗儒、雅儒、大儒。 这俗儒、雅儒、大儒也

具有身份的意义。 荀子对其学术身份的区分，也是

从其学术话语着眼。 他认为俗儒的话语是“略法先

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
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

子”。 雅儒所强调的是“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

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 ［９］ 。 他们的话语体系各

有不同，故有了学术身份的区别。
正是依据这一点，司马迁有了儒、墨、法、道等学

派之分，并指出其学术话语的主要特征。 “儒者以

《六艺》为法”，“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

别”。 “墨者亦尚尧舜道”，主张节俭。 “法家不别亲

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

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 “有法无法，因时

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 ［１０］３２９０－３２９２。 也因为如

此，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了诸子十家的学术流派

之分。
先秦两汉时期，一定的身份除与先秦的职官制

度规定每一职官都有一定的职掌和一定的话语特征

有关外，也与主体以一定的身份经验而获取相应的

知识话语体系密切关联。 人的每一种身份的获得，
都要经过这种身份的经验去获得相应的知识话语体

系。 通过某种身份的经验而获得某种身份及其相应

的知识话语的意识，最迟在春秋战国已经萌芽。 孔

子曾多次谈到怎样才能成为君子，说君子应该务孝

道之本，应该好学，强调“无友不如己者。 过则勿惮

改” ［１１］１１５，“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１１］５７。 仁，是儒

家思想的核心，是君子的行为标准，为仁就应当“克
己复礼”，故要成为君子，就应当“非礼勿视，非礼勿

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１１］１３２。 而这些道德的培

养，又离不开对诗、礼的学习。 孔子说：“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 ［１１］１７８君子的道德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

乐” ［１１］１０４－１０５，所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
以立” ［１１］１７４。 孔子认为，君子身份有着与其相对应

的行为和话语，礼乐伦理道德的经验是获得君子身

份和话语的唯一途径。
个体地域身份，是个体在生活地域特有的自然

环境中，形成的特有生产生活方式和人文风俗经验

的结果。 司马迁对此曾有充分论述。 他在《史记·
货殖列传》中说，中山地薄人众，加上有商纣时沙丘

的遗民，故“民俗懁急”，男人 “相聚游戏，悲歌慷

慨”，动则杀人剽掠，“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
为倡优”，女人“则鼓鸣瑟”“游媚贵富” ［１０］３２６３。 南

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等地“与闽中、干越

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 ［１０］３２６８。 东汉应劭在

《风俗通义·序》中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

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 俗者，含血之类，
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

邪，或善或淫也。” ［１２］和司马迁一样，他认为民情风

俗因不同的自然地理而产生，这种民情风俗的不同，
也带来言语歌讴“或直或邪，或善或淫”的话语。 它

发之于文学，便形成了这一地域文学的地域话语特

征。 正是这些地域人们的地域生活经验，使他们获

得了这些地域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知识话语，导致

了他们性格和话语的特点。
可见，先秦两汉时期已经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和一方文学的观念。 人们已意识到了每一地域的

人，通过这一地域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民情风

俗经验，形成这一地域人的特有性情和知识话语体

系。 一定的身份不仅反映着与其相适应的经验，而
且反映着与其相适应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所

以，在文学的言说中，主体不仅应该是什么身份说什

么话，而且身份本应有的知识话语体系，也能够让他

是什么身份说什么话。
３．言说身份与隐含身份

言说身份即行为主体在一定性质行为中被规定

的身份，如前所说屈原作《离骚》的言说身份为“逐
臣”。 隐含身份即主体在言说过程中，隐含于言说

身份之中而对主体言说起着某些次要的支配作用的

身份。
在文学的言说中，除言说身份在支配主体“说

什么”和“怎样说”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身份也在

对主体言说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先秦两汉的文学身

份批评中，也有专门从创作主体的隐含身份去进行

文学批评的。 如扬雄以“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

去批评汉赋，并不曾涉及主体的言说身份。 他曾批

评“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 《大人赋》，欲以风

帝” ［４］３５７５。 在扬雄看来，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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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辞人”之赋，司马相如应是以谏臣的身份创作

《大人赋》的，但因其言说颇似俳优，以华丽辞采将

仙境描写得引人神往，致使武帝对神仙更加向往。
司马相如的“辞人”身份在《大人赋》的创作中为隐

含身份，这一隐含身份也在很大程度支配着《大人

赋》的写作，使其具有了“辞人”之赋这一类赋作的

特征。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郑玄的《毛诗谱》
从地域身份角度批评《诗经·国风》，也都是从创作

主体隐含身份的角度去阐释某一类型作品特色的

形成。
但先秦两汉的文学身份批评，主要还是以创作

主体的言说身份对作品进行阐释。 《毛诗序》和王

逸的《楚辞章句》等，大都是从言说身份的角度去解

释作品话语的发生及其价值取向。 但是，《毛诗序》
和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已经注意到言说主体的言

说身份和隐含身份对于作品的共同作用。 《毛诗

序》中的一些序，不仅交代所系之事，而且以“刺”或
“美”某国、某位君主，去确定其地域和时代，具有交

代其地域和时代身份的意义。 如《卫风·氓·序》
云：“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
相奔诱。 华落色衰，复相弃背。 或乃困而自悔，丧其

妃 耦。 故 序 其 事 以 风 焉。 美 反 正， 刺 淫 泆

也。” ［３］６８４据此，知此诗的主体言说身份为色衰而

被丈夫抛弃的弃妇。 而在交代此诗作于卫宣公时，
不仅交代了作者为卫人的地域身份，也交代了作者

生活于卫宣公之时的时代身份。 其批评将作者的言

说身份和隐含的地域、时代身份结合于一体，体现出

即人、即事、即地、即世的文学批评观念，比较全面地

揭示了《氓》这一话语发生的主体与地域、时代风习

的内在关联。
《史记》中很多文人传记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

如《屈原贾生列传》 《司马相如列传》 《老子韩非列

传》等。 这种文学家传记的文学批评，具有文学家

评传的性质。 这种批评方式，将事与时代、地域文化

对主体学术、思想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力图通过展示

创作主体的生平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去阐释作品

话语特征的产生。 而对作者生平的展示，也是对他

多种身份与其作品话语特征的内在关系进行阐释。
如《屈原贾生列传》不仅交代了屈原的“楚之同姓”
的国别地域和王族身份，而且涉及其“楚怀王左徒”
的职官身份和“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

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职守，更突出了屈原职官身

份逆转的原因是“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

其能”，以及他遭受贬谪、放逐之冤对《离骚》《九章》

的发生及美学价值取向产生的深刻作用。 因其为

“楚之同姓”，故其“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 因其曾为怀王

左徒，原是“王甚任之”的宠臣，一下转变为逐臣；本
“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却“信而见疑，忠
而被谤”，故“疾痛惨怛”而怨愤油然而生。 所以他

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并依据由宠臣

向逐臣身份的逆转，阐明了《离骚》“上称帝喾，下道

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

条贯” ［１０］２４８１－２４８５核心话语的产生。 《离骚》的言说

身份是逐臣，但其中又隐含了屈原楚人、王族、宠臣

和战国人等多种身份，其话语自然也包含着这些身

份所获得的相应话语。 故《史记》的文学家传记的

文学批评，事实上是将《离骚》的言说身份与隐含身

份结合在一起，去阐释《离骚》话语特征的发生。

三、先秦两汉文学身份批评的发生

先秦两汉时期实行严格的礼乐制度，其核心是

伦理等级。 每个人所具有的伦理等级，就是其在社

会中的身份定位，因此，先秦两汉社会是一个严格的

身份制社会。 这种严格的等级身份，不仅规定着个

体的政治、经济乃至艺术等各方面的权益，而且规定

着他们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职守和使用的话语体

系，甚至言说方式。 先秦两汉的文学，都是“因事而

发”，是当时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呈现。 故现实生活

这严格的身份意识，不仅在文学言说中得以充分表

现，也导致先秦两汉文学身份批评方法的发生。
１．先秦两汉的官制、职守与其话语规定

国家政治机构都设有不同机构的官员，不同机

构的官员各有职守、等级，形成其各自的身份，也产

生了相应的话语。 《尚书·舜典》不可能是舜时的

作品，但却反映着远古设有职官的状况。 如其载夔

为乐官，掌管乐律和乐教。 从商代的甲骨卜辞看，占
卜也分别有专职人员掌管。 卜人司“卜”，贞人司

“贞”，占人司“占”，并有不同的话语。
根据《周礼》，可以看到周代官职众多，等级严

格，职守非常分明。 六官之中，天官冢宰为治官，
“使帅其属而掌邦治” ［１］１３７５。 地官司徒为教官，
“使帅其属而掌邦教” ［１］１５０１。 春官宗伯为礼官，
“使帅其属而掌邦礼” ［１］１６２２。 夏官司马为政官之

属，“使帅其属而掌邦政” ［１］１７９２。 秋官司寇为刑官

之属，“使帅其属而掌邦禁” ［１］１８７３。 冬官则为司

空，掌管工程制作。 他们的所属官员，也都有明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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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分工。 如春官下属的大司乐，掌管学政，以乐

德、乐语、乐舞教育贵族子弟。 大师掌六律六同，教
风、赋、比、兴、雅、颂六诗。 这些官员的工作虽然都

是维护国家政治运行，但因分工不同而导致各言其

事，故有了各自不同的言说话语。
中国古代，一定的文体都产生于一定性质的行

为。 官员的职守不同，其行为性质也不同，故其所使

用的文书的文体也有不同。 如士师掌禁令、狱讼、刑
罚，其所用的文书为用之于军旅的誓、用之于会同的

诰，用之于田役的禁和用之于国中的纠，用之于都鄙

的宪［１］１８８９。 太祝为掌管宗教祷祝的官员，负责顺

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这六祝之辞的写作；
同时还要负责作祠、命、诰、会、祷、诔六辞“以通上

下，亲疏远近” ［１］１７４６－１７４７。 “诅祝掌盟、诅、类、造、
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
以质邦国之剂信。” ［１］１７６１－１７６２大史执掌礼法，其方

式是对帝王言行和对官员违反礼法进行记录，以
“昭法式”。 如赵穿在桃园攻杀晋灵公，大史记曰：
“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他们使用的为“春秋”这
一记事文体。 这就是《礼记·王制》所说：“大史典

礼，执简记，奉讳恶。” ［５］２９１１ 《汉书》亦谓：“古之王

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

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

靡不同之。” ［４］１７１５可见，先秦不同职守的官员，不仅

有着不同的职守话语，也使用着不同的职守文体。
如章学诚所说：“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

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官传其学；有学斯

有业，故弟子习其业。 官守学业，皆出于一，故天下

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１３］ 虽然不能说

先秦就完全没有私人的著述，但先秦两汉的官员都

有自己的职守、专门的政令和知识话语体系，却是事

实。 这种国家机构职官身份和知识话语的对应，不
仅形成了一定性质的行为产生一定文体的观念，也
很自然地形成了身份与知识话语体系对应的观念。

职官的分工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学术流派的

区分，产生了学术身份。 班固从职官身份的角度去

阐释诸子学术的发生，不一定全是事实，但有些学派

出自职官的职守话语却是不容怀疑的。 如说农家出

自农官，法家出自主持刑罚的理官，道家出自史官，
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道家的始祖为老子，其思想的

核心是主张顺任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反对以礼乐道

德去异化人性。 而这一观念应该主要源于《归藏》
和《周易》。 史家本兼有宗教职能，春秋时史家也熟

知《归藏》《周易》，而老子本来是周守藏室之史，故

说道家出于史官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
２．先秦两汉的人伦身份与其话语的规定性

礼乐制度的内涵是礼乐道德，诸如孝悌、仁义、
忠信等。 这些道德的实践，虽不分等级身份，但具体

到一定的等级身份，却有极为严密的行为规范。 如

《礼记·曲礼上》说，为人子，出门回家一定要告诉

父母；吃饭不能和长者同在一席，也不能坐中席；居
处不能在年长者所居房子的西南角，不能走道路的

中间，不能站门的中间。 在路上遇到先生，要小步快

走靠近，拱手正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

趋而退”。 平时要端正容貌，听人说话必须专注恭

敬。 说话不能把别人的话当成自己说的话，也不能

重复别人说的话，而且言“必则古昔，称先王”。 《曲
礼下》多言政治伦理的行为规范，如说大夫私人外

出、出疆必须请示，“反必有献”。 士私人“出疆必

请，反必告。 君劳之则拜，问其行，拜而后对” ［５］２７。
可见，在礼乐制度下，不同的伦理身份，其行为方式

是有严格规范的。
同样，不同的伦理身份也有着不同的严格的话

语规范。 虽然孔子所说“非礼勿言”是普遍的要求，
人们说话都必须符合礼的规范要求，如《管子·匡

君小匡》说：“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

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 ［１４］ 但具体到不同的身

份，包括称谓、自称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如儿女对于

父母，臣子对于君主，下级对于上级，少年对长者，都
有着相应的知识话语体系和话语规范。 身份不同，
所使用的话语也有很大不同。 这在《礼记》的一些

篇章中有详细的记载。 如称谓，同为人妇，天子的妃

子称后，诸侯的配偶称夫人，大夫的配偶称孺人，士
的配偶称妇人，庶人配偶称妻［５］２７４３。 自称如《礼
记·玉藻》说：“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
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

臣某；其于敌以下，曰寡人。 小国之君曰孤，摈者亦

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摈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
摈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摈者曰寡君之适；公子曰

臣孽；士曰传遽之臣。” ［５］３２１７－３２１８同一个人在不同

的场合身份也会不同，其自称也不同。 如《礼记·
曲礼下》说：“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
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适子孤。 临祭祀、内事，曰
孝子某侯某。 外事，曰曾孙某侯某。” ［５］２７４２同一性

质的事情，因身份和言说场合不一样，礼也明确规定

有不同的表述话语。 如《礼记·曲礼下》载，同为

死，“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
庶人曰死” ［５］２７４８。 同为回答他人问儿子长幼，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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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大夫之子和士之子因身份不同，表述也不一

样。 如《少仪》说：“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

社稷之事矣。 幼则曰：能御、未能御。 问大夫之子长

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 幼则曰：能正于乐人、
未能正于乐人。 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 幼

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 ［５］３２７９ 如此等等，不一

尽述。
从《礼记》的这些记载看，先秦两汉时期的这种

人伦身份规范，遍布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们不仅在行事时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而且在

不同场合说话时也必须符合自己的身份。 礼制中这

种严格的身份规范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人们的身份

意识，并由此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强烈的身份意识。
一旦某个人的行为和言说有违身份，便会招来责难

与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礼制极为严格，涉及人们生

活的各个方面，因此这种伦理身份的批评充斥于人

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多是

因社会生活之事而作，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
们社会生活中的伦理身份批评也因而顺理成章地应

用于文学的批评之中，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身份批评

起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结　 语

文学的身份批评是一种从主体在社会各种关系

中的定位去考察其作品的创作内容、题材、表现方

式、审美价值取向的批评方法。 因主体一般以一定

的身份去获取相应的知识话语体系，每一主体都具

有多种社会身份及相应的知识话语体系，主体的价

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其身份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

及知识话语的影响。 因此，文学的身份批评不仅可

以用来探寻具体作品的言说内容、题材、表现方式、
审美价值取向的形成，而且可以发现其创作与时代、
民族、地域、团体、职业、学术等方面的内在关联，有
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作品，并对其做出更加符

合实际的评判。 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不同创作主

体的同一言说身份，发现这一身份的创作在言说内

容、题材、表现方式、审美价值取向上的趋同性；通过

主体创作的隐含身份，探讨不同主体、地域、流派、时
代、民族之间创作的趋同性和差异性产生的缘由。
因而，身份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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